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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字科学与教育 

             , Jeremy Knox, Tina Besley, Thomas Ryberg, Juha Suoranta & 

Sarah Hayes 

    我们已不再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中：数字技术和媒体是分离的和虚拟的，是“自然的”人

类和社会生活的“他者”。新世界催生一个新概念——“后数字”—— 在广泛的学科领域，

这一概念正稳健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包括但不限于艺术[1][2]、音乐[3]、建筑[4]、人文学科[5][6]、

（社会）科学[7]，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许多跨学科、超学科（trans-）和后学科[8]。经由林林

总总的学科研究，“后数字”这一术语逐渐成为学术话语。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数字教育研

究中心”正考虑用“后数字”重新命名 [9][10]；英国考文垂大学近期成立“后数字文化中

心”[11]；本文的诸位作者也担任了即将出版的《后数字科学与教育》期刊的编辑
①
。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大胆宣称：“面对现实吧，数字革命已经

结束。”他的这篇题为《超越数字》的文章，发表在颇具影响力的《连线》杂志上，成为越

来越多的后数字研究者的主要灵感来源[12]。这当然不意味着，数字不再重要。尼葛洛庞帝

继续说：“它的现实形式，即技术，已开始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其内在涵义将成为未来蕴育

新思想的商业和文化养料。就像空气和饮用水一样，数字存在只会因其缺席而非因其在场而

被察觉。”
[12]

同样，弗洛里安·克拉默（Florian Cramer）写道：“‘后数字’描述这样一种

对待数字媒体的方式：它不再寻求技术的创新或提升，却主张数字化是俨然已发生的事。因

此，需要更深远的重构。”[13][14]
2013 年，柏林新媒体艺术节的一群研究者，经充分的同行

讨论，形成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适用的“后数字”定义： 

后数字，曾被理解为一种对“数字”美学之非物质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当下，

则描述数字技术革命之后艺术和媒体混乱且矛盾的境况。“后数字”既不承认

“旧”、“新”媒体的区别，也不在此、彼者中作意识形态择决。它融合“旧”

与“新”，经常将网络文化实验运用于模拟技术中，进行再研究、再运用。它

倾向关注经验的而非概念的。它超越极权主义的创新意识形态，寻求自主能动

性；也寻求脱离大数据资本主义的社会网络联结。与此同时，它已经商业化[15]。 

    罗伯特·佩珀尔（Robert Pepperell）和迈克尔·庞特（Michael Punt）的《后数字之膜：想

象、技术和欲望》（2000），是最早明确论述后数字的著作之一。他们在书中提出一个极具

价值的定义：“后数字一词旨在认可技术的当下境况，同时拒绝接受‘数字革命’一词中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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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概念转变”——这种转变显然与如今充斥我们日常生活中机器的“开/关”“零/一”

逻辑一样突兀[16]。这一定义，关注生物存在之连续的本性与数字技术之离散（“开/关”）

的本性之间的差异。通过这种方式，它与以下概念紧密相连：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

之赛博女性主义（cyberfeminism）的后人本主义[17]、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的

“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18]，以及它们的赛博朋克（cyberpunk）根源，如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19]。应对后数字挑战的这种方法，在在线教育[20]、网

络学习[21]等领域、（身体的）认同[22][23][24]、（人类和组织的）创造力[25]以及（数字的）技

术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关系[26]等问题上，尤为显著。 

    佩珀尔和庞特对后数字的定义，捕捉到我们所处历史时刻的某些方面：百年以来占据首

要地位的物理学，在数字时代已经达到巅峰，现在正让位于生物学。戴森说： 

20 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而 21 世纪将是生物学的天下。这已成为一种共

识。关于即将到来的世纪，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无论从预

算和从业人员的规模，还是从重大发现的产出来衡量，当下的生物学都比物理

学更为庞大；二是，在整个 21 世纪，生物学很可能仍将是科学的最大组成部

分。从造成的经济后果、伦理意涵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来看，生物学也比物理

学更为重要[27]。 

    这听上去貌似合理，但生物技术学家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指出，问题不在于物

理/数字和生物/模拟之间的争斗： 

实际上，我们正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我们一直把生物学数字化，此刻正

试图通过设计和合成生命，从数字代码进入生物学的新阶段。所以，我们一直

尝试提出宏大的问题。许多生物学家一直尝试，在不同层次上理解“生命是什

么”的问题。我们试验了多种方法，将这一问题解析至最小构成。我们已经把

它数字化将近 20 年了。当我们对人类基因组测序时，这一问题正从生物学的

模拟世界进入计算机的数字世界。现在试问：能否从这个数字世界中再生生命

或创造新的生命？[28]
  

    数字化生物学的挑战是技术的和科学的。随着新出现的伦理问题，如是否应允许基因组

的版权保护，随着科学研究结构的新变化，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和算法的涉入，后数字的挑

战，在深层次上也包含经济和政治方面。因此，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Peters）发展了“生

物信息资本主义”概念，视之为“继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知识资本主义之后的、

基于新生物产业的投资与回报的第四代或第五代资本主义的新兴形式”。它“以一种自我组

织和自我复制的代码为依据，利用信息革命和新生物革命的成果，将它们组成一个彼此促进

和加强或强化的强大同盟”[29]105。生物信息资本主义，是物理的（数字），同时生物的（非

数字）[30]。由于产生了深刻的认知和伦理问题，如数字永生 [31] ①。因此，它是后数字的。 

    即使从不完整的文献综述出发，也能发现，后数字的概念似乎很好地捕捉到了当代人类

的生存境况（关于后数字的各种观点的详细概述，参见 Taffel，2016
[7]）。然而，人们如今

                         
①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指将人的个性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到各种媒介（如电脑）中，

并使它未来继续与他人交流。这一数据档案就像是个人的网络化身，可以与他人互动，并像人一

样思考。个体生命逝去之后，这一网络化身或静止不变，或自动继续学习和发展，在数字的世界

获得永生。——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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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后”概念已有些厌倦——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以丰沛的消费品充斥为特征的后工

业社会，“无论如何都从未远离工厂生产的烟囱时代”[32]807[10]161。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历史的终结》[33]，就被认定为是一种旨在使资本主义获得永生的意识

形态建构[34]：不管后现代主义早期有何允诺，它都没能实现超越现代主义的诺言[35]。类似

的批评，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后数字[34]。既然它不能明确脱离现有理论，为什么要发明一个

新的术语？在回应考克斯（Cox）的批评时，克莱默（Cramer）断言，对“后数字”中的“后”，

应有不同理解。他指出： 

  “后数字”，可在流行文化和通俗的参照框架内得到更实用和更有意义的定

义。这适用于“数字”概念，也适用于作为前缀的“后”。 “后”这个前缀，

不应被理解为与后现代主义和后历史主义相同的含义。应采取与下列概念类似

的理解方式对待它：后朋克（朋克文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朋克的、

但也超越了朋克）、后共产主义（正如东欧前共产国家此刻经历的社会政治现

实）、后女权主义（作为女权主义经过批判性修正的延续，与“传统的”和无

前缀的女权主义之间界限模糊）、后殖民主义……以及，在更低程度上的后世

界末日主义（一个大灾变还未结束的世界，但已从一个离散的断裂点发展到一

种持续状态——即海德格尔所指的“自在发生到存在”
①
（Ereignis to Being）

——且具有由 1980 年代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所开创的当代流行图示）[14]14。 

    因此，克莱默在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章节“什么是‘后数字’ ”中，通俗地将“后数字”

描述为“一个糟糕但有用的术语” [14]13。 

    回到前面讨论的“后人本主义”理论，理解前缀“后”的关键维度。尼尔·巴明顿（Neil 

Badmington）对这些“后”，同样持谨慎态度。他将“后人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便捷的速

记，用以刻画‘我们’无可奈何、不得不称之为‘人本主义’的一种普遍危机”[36]。就像

人本主义可被认为是一种灾难，也能把“数字”看作正在经历的一个类似困境。当今，强大、

避税的互联网公司四处横行，算法修补“个人的”媒体流，数据存储和处理造成恶劣生态环

境影响。在此大背景下，早期网络所特有的自由的、开放的和共识性的社区乌托邦愿景，显

得相当遥远。在“后真相”时代（又一个“后”！）（参见                       , & Besley, 

2018
[37]），似曾象征日常所理解的数字的效率、生产力和客观性的光辉，已被揭露出来的

偏见、歧视和不平等所玷污。 

    硅谷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灵活便捷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它

对一些社会问题或许过于简化。[38]同时，大数据和算法所允诺的“革命”，往往倾向于再

现其自身预设的偏见[39]。人们愈发关注数字之实际的、具体的、社会的和物质的影响，这

与将其看作“虚拟、虚无缥缈且毫无‘真实’效果”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2018 年，关注

社会—技术体系的伦理道德维度、以“公平、问责和透明”为主题的一次学术大会，
②
反映

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给后数字的“后”附加一个新的、有价值的含义：一个“负责任”

的数字，寻求超越工具效率的允诺。在这些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时，对其现实影响建

立批判性理解。不吁求其终结。 

                         
①对“E   g   ”一词的翻译，参考《也谈海德格尔“E   g   ”的中文翻译和理解》（王庆节，2003）

一文。——汉译者注 

②参考网址：https://fatconference.org/.——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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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数字很难定义。它混乱莫测，是数字的也是模拟的，是技术的也是非技术的，是生物

的也是信息的。“后数字”，既与我们的现有理论割裂，又是它们的延续。这种混乱，似乎

内在于现今人类境况中。比如，当前的（学术）出版危机，正是对知识产权的前数字理解与

创建和传播其内容的数字方式之间的混乱关系的结果[40]。教育商品化所面临的挑战，并不

源于数字科技，但其主要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自动评价），不能被认为与数字技术毫无干系
[41][42][43]。后数字挑战提出重要的认知问题[44]

——这些问题在大数据和算法研究领域以及网

络学习的相关前景中，尤为显眼。在这些领域，人们刚开始评估人类和非人类活动的聚合所

带来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后果，刚开始提出清晰辨别两种后果的能力问题[45][21][46][47][48]。 

    过去，网络学习领域的典型特点，是对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数字”和“虚拟”方面特别

感兴趣，通常侧重于“在线课程”，即各个人坐在家中通过台式电脑与“虚拟会议室”中的

其他学习者连接。当今，网络学习显然正变得愈发多样化。 

互联网接入的普及（在世界某些地方）和移动技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

脑和智能手机）拥有量的剧增，正在改变进行网络学习的空间和方式。从主要

由“远程教育”所使用的虚拟学习环境到成为所有高等教育学生的标准配备；从

信息通信技术（ICT）和作为实验室中一项深奥活动的学习，到成为校园和课

堂活动中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代表教师）；从主要在家工

作到人们在火车上或咖啡厅的移动状态中进行网上活动，及学生们在分布式工

作和校园会议之间切换进行。[49]
 

    这反映在对网络学习的社会物质性、社会—物质实践及网络学习的在地化空间观念持续

增长的兴趣上，比如，对探索学生小组工作的兴趣[50]。此外，里伯格（Ryberg）、戴维森

（Davidsen）和霍奇森（Hodgson）[51]，对过分关注“数字科技”提出警告，认为这会忽视

当代学生的技术实践，是物理和数字的技术、空间、活动与时间之间的复杂纠葛。网络学习

的研究者，时刻处在探索后数字挑战的前沿。他们认定，“数字”这一术语存在问题。 

    密集数据处理的出现，逐渐将数字卷入教育假定的“人性”之中，对视技术为一种外部

“提升”的普遍看法提出了挑战[52]，还质疑关于学习过程本身的惯常假设[44]。后数字挑战，

同样适用于对劳动的研究。社会加速和普遍的技术性失业的前景（或威胁），在很大程度上，

能打破人类通过工作构建自身的传统观念[53][54][55]，能打破长久以来在教育技术政策中将人

类学术劳动边缘化的言语的假设[26][41]。这种言语的假设，蕴含如此神话：技术本身具有与

生俱来的力量，能对人的学习方式产生积极的、市场驱动性的改变。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

是抵制在教育中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去人性化要素，重新构思一种与人本身融合而非排斥的课

程[体系或模式]。[24] 

    的确，“后数字”与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复杂关系，与“生物信息资本主义”概念（2012）

紧密相关[29]。后数字挑战，超越了技术决定论，探求别样的未来，如激进的教育平等[56]和

网络共产主义[57]，寻觅批判教育学的新契机[31]。宛如后数字过度决定了社会政治格局，它

未经任何人“许可”，进入学生和教师的衣袋里的课堂（通过他们的移动设备），浸入教学

过程中，打破正式和非正式的教与学的界限：非反思的确定性，变成了反思的不确定性
[58][59][60]。因此，“‘由后数字’产生的断裂，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同步的，而是异步运

行，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时期发生。在各个受其影响的环境中，具有文化多样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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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字挑战就在我们身边。在公共话语中，它不幸未能以美名善终，带上了早期“后

概念”的一些沉重包袱。因而，“后数字”术语可能易招致一些挑剔的批评。从好的方面看，

它能提供历史的延续性，帮我们从早期的理论中学习，甚至能帮我们避免一个怪异的概念陷

阱。从超越专门术语来看，“后数字”术语的当代用法，确实描绘了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个人

和集体所经历的与技术的关系。它表明，我们逐渐认识到，在物理学和生物学、旧媒体和新

媒体、人本主义和后人本主义、知识资本主义和生物信息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模糊且混乱的

关系。我们或许更愿意冠以新名号前进，但我们的确认识到，后数字境况，是当今科学、教

育、艺术以及人类旨趣的其它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之一。总之，后数字概念有不少缺陷，我

们仍然拥护它，更期待它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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